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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重大飞跃的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群体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探索与贡献，有力地领导和推动了当时党内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对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与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 张远新（1964—）：男，河南固始人，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1701）。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联系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989号上海政法学院  邮编：201701，联系人：张远新；电话：13818575868；邮箱：zhangyuanxin@nbu.edu.cn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主要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及其卓越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上。学术界对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末即已开始，艾思奇、张如心、邓拓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涌现。如郑德荣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静如的《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冯蕙的《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郭涤的《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欧阳雪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刘少奇的贡献》等著述，都是这方面比较优秀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应该说，上述成果具有很高的价值，大大推进了对本问题的研究。但就总的研究情况而言，也存在着一些不足：（1）已出成果多以事件、会议或单个党的领导人为对象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而对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作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成果则很少。（2）对毛泽东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的研究成果很多，而对党的领导群体中的其它成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则研究不够。事实上，延安时期，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彭真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试图从群体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一、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

————————————

* 本文系教育部哲社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0JHQ035）》的阶段性成果。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谈到党员干部如何正确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中央其他领导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纷纷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及精神实质。

1938年10月15日，也就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第二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的报告，提出了党的“组织工作要中国化”的主张。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
1939年8月他在《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有人认为民众剧团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实行民族化、大众化，认为民族化、大众化是降低艺术。我认为，要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了解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使中国的文艺成为民族的文艺。”
1940年1月，张闻天又提出：“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
他还说：“运用马列主义于具体环境中，同时也就是发展马列主义。”
这就阐明了对马列主义“运用”与“发展”的关系。

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即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都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报告中他指出：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抛弃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公式死教条，并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党在十七年曲折历程中的最大进步。
在结论中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上，就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具体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化了。”
他还进一步指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要点：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和精神，把它融会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精密地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总结并参照过去长期斗争中取得的经验教训；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更改方针战略策略等。

陈云在1939年5月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不仅根据毛泽东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提出了著名的共产党员“六项标准”，以实际行动支持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而且还强调指出，我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在“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的情况下，“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
因此，我们要“热烈地响应”毛泽东发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际中，“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革命问题。

同年5月，李维汉在陕北公学召开的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指出：“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要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善于灵活地运用它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来；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查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从这个具体的环境出发。”

同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时，根据党内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的不同而将他们划分为两种人，即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他们虽然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但是，不能把这些书籍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
所谓真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于真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只有这种人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才能使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他还号召全党重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议，提出，“我们的同志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方法，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1941年7月，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中又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文章中，正式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概念。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综上所论可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是由毛泽东率先提出和倡导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却离不开党的领导集体中的其他领导的拥护、响应和支持。其他领导纷纷从各个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的广泛深入地探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深入。
二、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决定的，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也是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实践性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两大优秀品质，即：普遍性和实践性。前者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性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指导价值；后者强调理论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对实践又具有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这两大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重要著作，从哲学的高度精辟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刘少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也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又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实践中形成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指导功能。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国情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客观依据。能不能和善不善于认清中国国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其重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和分析，提出，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
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其二，阶级成分十分复杂，主要包括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等。其三，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认清这种特殊的国情是制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前提。同样，刘少奇也强调准确把握国情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并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是：（1）中国革命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经济极端不平衡以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构成社会的主要阶级成分。（2）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或首先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即封建主义——作者注），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3）“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因此，在中国进行革命，面临着“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就要求，中国党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
 

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张闻天指出，过去，我们在工作中公式主义太厉害，吃过许多亏，由此不知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生命。我们党的17年，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运用马列主义，从抽象的教条的了解，到更具体更深刻更生动的了解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就是把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在中国具体情况中间，并以之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
，这是17年（指1921年—1938年——作者注）革命实践所得的结论。刘少奇也指出：“过去我们党遭遇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不必走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党内存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把革命运动引上痛苦的困难的道路。”
这段话道破了20多年（该文写于1943年——作者注）来我们党遭遇许多挫折和失败的理论根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发生了多次“左”和右的错误。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主观与客观不一致，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都是由于脱离具体国情，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国际决议和外国经验所造成的。“他们是口头的马列主义者，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总是拿书本子做根据，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拿什么决议上的条文来做根据，即是拿一般的概念、一般的理论来做根据，而不拿实践中的经验和对于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根据。他们在解决问题、决定方针的时候，总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调查研究周围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从历史上的类比出发，或者从苏联、从西欧各国、从其他什么相象的事情出发。他们在实践中是唯心论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是常常要犯错误的，是不能最后把工作做好的。”
刘少奇强调，“这是我们全体党员必须引为深戒的一个痛苦经验。”
汲取这些教训的最好做法就是，彻底地打破教条主义，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

三、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综观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1．马克思主义要具体化。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其适合中国的情况，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而不能照抄照搬。
1938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9 年 10 月和1940 年1 月，毛泽东分别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指导价值，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并在实践中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刘少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
，他们总结的原理、经验和教训都是根据欧洲情况得出来的，这些原理、经验和教训，不可能都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为中国革命照抄照搬、直接模仿。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相比”
有许多“特殊性”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有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不曾遇到过，也没有预见到的。因此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首先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那种机械地把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纲领与主张，照搬到中国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中国问题，“具体的分析中国的历史的、经济的、阶级的环境，订出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的纲领与主张。”

2．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即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用中国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使其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理论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它能否为需要它的人民所掌握。这其间，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工具，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当时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下，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用欧洲人的语言和风格来写作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语言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从形式上“化”成中华民族的东西，使其表达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能够较为容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化”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切忌空洞，要言之有理，反映真理，有的放矢。毛泽东特别反对三种现象：第一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种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第三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学风和文风，要讲实话，讲真话，有的放矢。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乐于接受，能够接受。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化”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形式上要用群众喜欢的、能听懂的中国语言来表达。“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化”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思维方式上，要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能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十分反对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形式主义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不讲事物的内部联系，不提出问题，没有分析，害人不浅。他主张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来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张闻天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方式，从通俗的形式到高级的形式，以及由一种形式过度、转变到另一种形式。要善于采用通俗话的形式，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长期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它随着中国实际、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深入。
既然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实际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它不会一劳永逸，一次完结，而要不断地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在 1939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短暂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它需要随着中国具体情况的不断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创新和发展。
4．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即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实践中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个接受和转化的过程，同时更是个创造的过程。“化”的核心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1937年，毛泽东在读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的批注中写道：“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又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的观点，他说：“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还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高阶段。
四、初步探索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1、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以不同的思想路线为基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就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认为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明确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
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而与之相反则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
这种态度，就是无的放矢的态度，就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共产党员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

刘少奇也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我们改造世界，不能离开现实，不能不顾现实，更不能逃避现实，也不能向丑恶的现实投降。我们正视现实，认识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向丑恶的现实斗争，改造现实，逐步地达到我们的理想。”
他认为，一个好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否则，“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或学究”。
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正是由于思想僵化、理论教条、看问题片面、“创造力、实事求是的本事还很弱”，
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所以，才会失败。

2、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它在成立的时候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很短，党成立后又很快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加之革命战争年代的条件和环境十分艰苦恶劣，使得党没能及时地对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党内长期存在着理论水平不高，运用能力不强的问题，几次教条主义错误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诚如刘少奇所言，“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
但“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张闻天也认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的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
如果说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上述观点是从加强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角度进行论述的话，那么，刘少奇则从提高理论修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共产党员有很多种修养，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是共产党员种种修养当中最重要的基础性修养。而要培养和提高这种修养，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修养呢？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认为，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概括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首先，一定要树立能够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和决心。刘少奇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其次，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然后依此为指导去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的国情特点，改造现实，同时改造自己。再次，注重学习方法，在理论学习中发扬挤和钻的精神。毛泽东认为，“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最后，要结合革命的实践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实践又是检验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成效的根本标准。因此，共产党员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

3、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实质上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延安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非常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毛泽东认为，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放箭要对准靶，理论要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理论和实际相分离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再次，能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是判断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标准。有些人虽然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但也不能称之为理论家。因为他们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实践。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刘少奇认为，理论和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对于理论具有“基源性和优越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刘少奇强调，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旧社会在教育和学习中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五、系统研究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概括上，这直接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成因，刘少奇认为：其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实践的必然产物。“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累了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其二，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中产生的。它“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其三，毛泽东思想是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这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合适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刘少奇、王稼祥等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界定：（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3）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刘少奇概括为：毛泽东思想“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中，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理论与政策等”
。张闻天则将毛泽东的思想概括为：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关于首先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以发展全国革命的思想，关于正确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关于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内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的思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等等。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点，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等归纳为：（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政策，“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一方面，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属于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范畴，另一方面，它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照搬，它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体系。张闻天认为，毛泽东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即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王稼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2）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动态的、开放的科学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3）毛泽东思想是“创造”
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创造，也是它的根本特点之一。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刘少奇、张闻天等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高度进行了评价。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伟大领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也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创立了“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毛泽东思想，“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已经反复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张闻天说，我想我们全党同志都高兴，我们党今天有了我们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实是我党二十五年来（该话讲于1945年—作者注）的最大胜利。这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苦难的中华民族，在百年来长期的与流血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产生了一个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找到了一条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路线——毛泽东思想，实是中华民族的幸福与光荣！他还说，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正确与坚强有力的，是由于它是已经经过了二十五年来三次革命的考验，经过了全党同志的考验与千千万万人民的考验的路线与思想。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为他们的领袖，并且深信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完全正确的。人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历史的结论也是不会错的。

最后，刘少奇、张闻天等号召，全党要深入学习、研究与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刘少奇指出，“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
“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张闻天强调，必须在全党同志头脑中建立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必须学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全党的宣传机关与全党的理论工作者，必须研究与宣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和阐述，最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这是党在理论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还有一定的局限，还没有从理论上完整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因此，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还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2] 《毛泽东选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5] 《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
[6] 郑德荣：《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7] 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8] 张树军、齐生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


� 《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5—226页。


� 《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1页。


� 《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 《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 《彭真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 《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 谢忠厚：《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7页。.


�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78页。


�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31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108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2页。（注：“这里”指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2页。


�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20页。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336页。


�  张树军、齐生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9—170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8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2—293页。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1—222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2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2页。


�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6页。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 《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


� 《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


�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2页。


�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7页。


�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9页。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8页。


�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J]，《火线》，1937，（72）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


�  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06-28。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2—533页。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7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5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


�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2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


�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


�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4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2—333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4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6－337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334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 《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4页。


� 《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62—263页。


�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4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9—337页。


� 《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2页。


�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7页。


� 《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PAGE  
1

